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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川芳郎先生和生成论研究 

2003-5-29 14:02:50    钦 伟刚  阅读1302次

  

    研究和讨论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成”（天地人是如何生成的等）问题的看法，从思想的角度去

研究所谓的“生成论”（不同于西方思想中的“创世论”“创造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

史研究的领域里，却很少有人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 

    如果我们翻开冯友兰在1934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时就会看到，冯友兰曾在研究西汉黄老系统的著作《淮南鸿烈》的

章节中，提及了“宇宙论”的问题（第一篇第十五章“《淮南鸿烈》之宇宙论”），并简单地介绍了〈俶真训〉〈天文训〉

〈精神训〉和〈诠言训〉中有关宇宙、天地万物和人体的生成的论述。虽然如此，但是他并没有对这些论述进行哲学史和文

献学意义上的探索和论析，而且冯著《中国哲学史》以后的章节都没有触及到（关于宇宙和人类发生的）“生成论”的问题

（冯著《中国哲学史》第二篇第三章“两汉之际谶纬及象数之学”，引用了易纬《乾凿度》中与“生成论”有关的内容，但

是冯著只论述了《乾凿度》中阴阳之数与历法、音律的关系，忽略了“生成论”的课题，当然没有由此去论及中国古代“生

成论”思想在东汉以及魏晋文献中的演变和发展的实态）①。 

    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讲，冯友兰的著作是摆脱了经学框架和学案体裁后，中国第一部用西方的哲学观点（新实在

论、逻辑实证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演变作出系统完整阐述的哲学史专著，如果在这部具有开创之功的著

作中没有研究和顾及到某一个思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冯友兰之后，在许多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中（如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罗光《中国哲学思想

史》等），都没有能找到关于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的专门和完整的论述。这至少说明，在很长的时期里，有关“生成

论”的问题，并没有进入到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的思考范围之中。 

    户川芳郎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汉魏经学史、汉魏学术史和汉唐训诂学的专家。户川先生曾在1976年11月发表过一篇题

为“帝纪与生成论”的论文（载《中国哲学史的展开与摸索》创文社），在这篇论文中户川先生利用他哲学史、经学史和训

诂学的丰富的学识，详细考察和论述了《淮南鸿烈》以后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在班固《白虎通义》、易纬《乾凿度》郑玄

注、张揖《广雅》释天篇和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东汉及魏晋文献中的演变和发展。户川先生的研究，应该说是触及到了中

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很少有人研究却又非常重要的思想问题。 

    笔者在日本求学期间，曾得到户川芳郎、沟口雄三和蜂屋邦夫三位教授的指导。其中户川先生指导我完成了硕士论文。

在跟从户川先生的两年时间里，主要在他指导下阅读六朝的经学著作皇侃的《论语义疏》（皇侃《论语义疏》唐宋时期就在

中国失传，直到清朝时才从日本重新传回中国，现存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在这段时间里，户川先生主要向我们传授文

献学、训诂学的基本知识，告诉我们接近文献的研究方法，平时很少谈论有关“生成论”研究的思想课题。但是，我注意

到，户川先生在1978年完成的论文“原初的生命观与气的概念的成立”（载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等编《气的思想》，东京

大学出版会②）中，详细论述了两汉魏晋的生成论思想在“气”概念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我还注意到，户川先生完

成于1985年和1987年的两部著作《古代中国的思想》（广播大学教育振兴会出版）③和《儒教史》（与蜂屋邦夫、沟口雄三

教授合著，山川出版社），都设有专门论述“生成论”思想的章节（这些章节都反映了1976年论文的研究成果）。还有，户

川先生1992年退休前在东京大学所作的最后一次公开讲义的课题，就是和“生成论”研究密切相关的有关魏晋玄学中“贵无

和崇有”的问题④。所以，我觉得户川先生从1976年开始，一直关心着“生成论”思想的研究，把它看成是中国思想史研究

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稿想在以下的段落中，阐述和介绍户川先生的研究成果⑤，并结合近年来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新

的动向，来揭示出“生成论”思想研究的意义。 

    一般接触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注意到《淮南鸿烈》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天文

训〉）和“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诠言训〉）以及“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原道训〉）等有关“生成论”

的论述，由此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宇宙生成”理论到了汉代初期才始具规模。而一般的研究者也比较多地关注了《淮

南鸿烈》这部西汉文献与战国时期的道家（老庄）学派和稷下学派的思想关连。 



    但是，从上面的这些引文中也可以看出，西汉初期（《淮南鸿烈》中）的这些“生成”理论，在讨论“有”与“无”和

“虚”和“实”的关系的时候，还是显得相当粗糙相当抽象，还是缺少具体内容和理论规定的。 

    在现行本（黄奭辑本或安居香山等辑《纬书集成》本）易纬《乾凿度》(卷上)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夫有形生于无

形。……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始见气也；太始者，始见形也；太素者，始见

质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混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一般的研究者认为，《乾凿度》的这段被人叫作“四始”说（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论述，典型地把中国古代的

“自无生有”的“生成”理论（论述了“浑沦”“无形”的本体[“太易”]产生出“有”限的存在，产生出万物赖以存在的

内在动力[“气”]、存在形态[“形”—形相]和物质基础[“质”—质料]的理论）表述了出来。如果把《乾凿度》的这段有

关“生成论”的论述和西汉初年《淮南鸿烈》中的那些论述相比，可以看出，《乾凿度》中的论述已经演变得相当完整和精

细了。 

    户川先生认为，《乾凿度》是出现在西汉末年的哀帝、平帝时期的纬书⑥。如果是这样的话，该书中出现的“生成论”

思想，应该说是代表了西汉末年的思考和理解水平的。同时也可以说，在《淮南鸿烈》中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生成论”的理

论形态，到了西汉末年，已经发展演变得相当完整，相当深入了。 

    但是户川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两汉和魏晋的文献后指出，在西汉末年的社会思想条件下，在易纬《乾凿度》这样的文献

中，还不可能出现前面所述的那种完整而系统的论述“从无生有”的“生成”理论。户川先生认为，在西汉后期出现的是把

“元气”作为宇宙始元的“太极·元气—宇宙始原”的理论。户川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在以“元气”论（气一元论）为基础

的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中，在“气一元论”受到突破之前，在“无”的概念和“太初·太始·太素”这些“元气生成”

思想结合之前，存在着一个由“三气”（“太初、太始、太素”）始原状态单独构成的“生成”理论。这个属于过渡阶段的

理论，叙述的就是从“气”的浑沌状态产生“气”（太初）“形”（太始）“质”（太素）这三种始原状态的过程。当然，

这种理论和“无”的概念无关，与当时的“气一元论”思想是相合的。户川先生认为，如果易纬《乾凿度》是出现在西汉末

年或东汉初期的文献，那么，它所叙述的“生成”论的理论形态，应该不是“太初·太始·太素”的“三气”加上“太易”

（无形）的“四始”说，而是不冠以“太易”（无形）的“三气”说⑦。 

    作为具体的例证，户川先生揭示出，东汉初期的班固编写的《白虎通义》（卷九·天地篇），在叙述元气产生天地万物

的过程时，叙述了“始起，先有太初，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的过程，似乎认为，表现气、形、质的始原形态的

“三气”（太初·太始·太素）是一个总的统一的概念，这时《白虎通义》引用的易纬《乾凿度》的原文，就是“太初者，

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这样的不冠以“太易”（无形）的“三气”说。 

    同时，户川先生又根据诗纬《推度灾》（《太平御览》卷一〈天〉一所引）论述的以阳雄、阴雌、物魄三元气的消息来

解释“三气”（太初、太始、太素）的内容，根据魏晋太和年间（227-232）的博士张揖编篡的辞书《广雅》〈释天篇〉中把

诗纬《推度灾》的观点和气形质三元气的观点重合起来的论述，而确认《白虎通义》引用的《乾凿度》中关于不冠以“太

易”的“三气”（太初·太初·太素）论说的引文，是易纬《乾凿度》的文献原形，也是东汉初期“生成”理论的始原形

态。 

    也就是说，户川先生在参证了易纬《乾凿度》成形时期的大量相关文献以后，确认了西汉末年以后《乾凿度》中有关

“生成论”论述的文献形态。 

    在这些严密考证的基础上，户川先生又认为，在从东汉初期的“三气”说过渡到“太易”加“三气”的“四始”说以及

后来的“五始”（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的“五运”）说的过程中，受到扬雄影响的张衡（78-139）起了重要的作

用⑧。 

    张衡在《灵宪》中说：“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谟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物”（载《续汉书·天文志

上》）。张衡使用“太素”这个用语时，和纬书不同，不把“三气”看成为一个整体，仅用其中的“太素”来论述天地生成

的过程（当然，“气一元论”所叙述的浑沌暧昧的状态不一样，太素是属于和“惟虚”的层面相对的“惟物”层面的）。张

衡把“太素”以前的“虚无”状态称作“道根”，把“太素”的气的始萌未分的相对状态称作“道干”，论述了“道根既

建，自无生有”的观点，也就是确立了“太素”以前的“无”生出“太素”以下的“有”的生成论思想。张衡的观点说明，

他是试图在“虚无”的本体中去寻求宇宙生成的根元。户川先生认为，张衡在《灵宪》中的论说，是关于这些观点的最早的

最清晰的说明。张衡的思想也是当时的宇宙论的代表（张衡的好友王符在生成论上也持有与张衡相类似的观点，见《潜夫论

·本训篇》）。户川先生还尖锐地指出，张衡、王符的观点（“太素”以前的“无”产生出“太素”以后的“有”的思

想），对东汉后期的生成论思想（宇宙构成理论）的演变，产生了的很大的刺激和影响。 

    户川先生认为，如果说《乾凿度》的“三气”说，是重视气、形、质的始原和尊重万物的始原的“太极·元气”思想的

表现的话，那么它又是重视宇宙生成作用的“‘气’一元论”的归结点。 

    户川先生指出，在张衡著述《灵宪》前后开始，也就是在东汉的中后期，在中国的宇宙生成论的框架中就纳入了“自无

生有”的理论，这样，思辨的拓展就可以把以前在理论上论述的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气、形、质”的（这些具体

完整的）万物生成的理论过程囊括成一个“有”限的相对世界，并把它对置在形而上的本体之下，这样，现实相对的宇宙秩

序就可以（在不是抽象的，而是相当具体的理论层面上）获得绝对不变的存在根据了。户川先生肯定，后来才冠于“三气”

说之上的“浑沦”“未形”“未见气”的“太易”的概念，就是这样获得的。 

    到了东汉后期郑玄（127-200）注释纬书时，易纬《乾凿度》的面貌就已经变成现行本的形态了。现行本易纬《乾凿度》

的上卷和下卷，针对“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生？”这样的设问，同时列举了“四始”（太易·太初·太始

·太素）的论说，作出了前面论述过的“‘太易’者，未见气。‘太始’者，气之始。……”的回答。这样，“太易”加

“三气”的“四始”说，在东汉后期才定形的易纬《乾凿度》的文本（现行本）中，完成了自己的理论形态。郑玄为这种文

本的《乾凿度》作注时，针对上述各段落的论述，又作出了“以寂然无物，故名之为‘太易’”（《乾凿度》卷上注）和

“太易之始，漠然无气可见者”（《乾凿度》卷下注）的注释。户川先生指出，是郑玄在它的注释中，通过在“三气”阶段

之上所作的“未见气”前的“寂然无物”阶段的设定，把“无”的概念导入到了只有一个思想层面的“气一元论”生成论体

系中。可以说，郑玄的思辨努力和探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诱的《鸿烈解》注大约完成在郑玄逝世之后，高诱注中的观

点，和郑玄的观点相当一致），并获得了理论上的成功（可参考后面将要论述的郑玄的理论与魏晋玄学的关系）⑨。 



    从上面的阐述和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是经过户川先生长期研究、探索和阐述，凐没在两汉和魏晋时期纷繁复杂的文献

中的中国古代“生成”理论的本来面貌才变得清晰起来了。 

从户川先生阐发出来的两汉魏晋时期的“生成”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论是一种精细完整而很有深度的理论。在这

种理论中，“无”的本体，产生出的不再是“有”（或“物”）那种抽象空洞的存在全体（如同“有生于无，实出于虚”的

论述），“无”的本体产生出的是“气”（动力）“形”（形相）“质”（存在物的质，物质基础）这些个体存在物赖以生

存的存在根据，当然，有了这些存在根据，有了“气·形·质”（内部动力、外在形式和物质基础）这些存在的规定条件，

存在物就有了“自生、自存”的可能性，存在物才成了能够独立生存的真正的个体。在这样的理论中，由于“无”所“生”

出的存在物，已经有了“气·形·质”这些存在规定性，已经成了有限的个体，那么，与这种“存在物”（有限个体）相对

置的绝对无限的本源“无”，就有了和个体存在物的有限性完全不一样的真正的超越性，这样，超越的“无”和被限定的

“有”之间才产生了真正的理论意义上“断绝”。 

    使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郑玄在给《乾凿度》作注，把“太易”解释成“寂然无物”，把“太易”设定为“三气”阶段

之上的“寂然无物”阶段的时候，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从这

个疑问中我们可以看出，郑玄在思考“生成”论问题时，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超越的“无”和被限定的“有”（存在物）之间

所产生的真正的“断绝”。可以说，郑玄产生出这种意识，表明了他在理论上所达到的深度。 

户川先生引用了郑玄在《乾凿度》注释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时，除了指出郑玄意识到了“无形”的本体没有能力产生出有形有

物的相对世界，意识到“有”和“无”的关系是截然隔绝开来的以外，更多的是注意到了郑玄对“寂然无物”的“太易”怎

么能生出“始见气”的“太初”这个问题的回答：“则‘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 

    应该说，郑玄意识到的中国古代“生成论”思想中“无”的本体和“有”限的存在界之间的“非连续性”的问题，是中

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带有“异质”色彩的问题，从这种思考开始，其实可以引发出许多新的哲学探索。但是，郑玄对这个问题

的回答“则‘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他的“忽然自生”说，把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减弱甚至取消了。户川先生认为，郑玄

提出的这种“忽然自生”说，最终完成了将“无形”安置在存在的根基中的“无—有”存在论，并且认为这种学说是在魏晋

时期发展起来的（王弼等人的）“无”的存在论的理论根据。《老子》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

子·庚桑楚》篇说：“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于无有。”户川先生认为，只有根据前面所述的郑玄那样的解释，人们才能够

自觉地认识出《老子》《庄子》这些论说中的生出万物的“有物”和作为其本体的“无物”之间的关系，并认为魏正始年间

的何晏和王弼，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贵无”的本末理论的。应该说，户川先生的见解是很正确的。 

    易纬《乾凿度》和郑玄注释所提出的以“无”的本体为根据的“三气”理论（“四始”说），因为包含着个体存在物形

成时的“活力·形相·质料”（“气·形·质”）等的规定性，使它不仅规定了当时人们对具体事物存在形态的理解，而且

使得魏晋时期的史学家，可以通过这些理论环节，（再在这些环节之上附加设置了“形质”具备的“太极”的阶段，形成了

“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的“五运”说，以后，又在“五运”说的基础上）把“无”的本体和时间（不是“宇”

和“宙”这样抽象而无规定性的空间和时间，而好象是有方向性的人类历史中的具体的时间）结合了起来，把宇宙生成论和

人类的历史（即帝王的统治世纪）结合了起来。 

户川先生引述了西晋的史学家皇甫谧所编著的《帝王世纪》的开头的部分：“天地未分，谓之‘太易’。元气始萌，谓之

‘太初’。气、形之始，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原注：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为象，惟虚惟

无……]质形已具，谓之‘太极’。……天地开辟，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自天地开辟，人皇以来，迄魏咸熙二年

（西晋泰始元年 265年），凡二百七十二代，积二百七十六万七百四十五年。”从皇甫谧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确实

就象户川先生指出的那样，在徐整《三五历记》和皇甫谧《帝王世纪》那样的魏晋时期的“古史”（和《汉书》那类断代史

不同的古代通史）中，中国古典宇宙生成论和帝王的统治世纪结合了起来，思想史所描述的宇宙生成状况和人类史结合了起

来⑩。 

从理论上讲，一个思想体系完全融入历史思考中时，这个体系也就会变得非常具体、成熟和完全，而且不容易再向前发展

了。中国古典宇宙生成论，到了魏晋期间，经历了自己和历史结合的完成阶段后，就变得成熟和停滞了。（户川先生认为，

这时，是王弼和郭象继承了东汉末年的古典生成论的思想遗产，并且展开了和“生成论”思想不同的新的理论探索。）户川

先生在他的思想史专著《古代中国的思想》（南北朝以前的中国思想史）中，把探讨魏晋时期“古史”类著作的章节〈人类

历史的编纂〉作为自己著作的最末一篇。这说明，户川先生不但看到了中国古代“生成”理论，在两汉魏晋时期的演变和发

展，而且还看到了这一理论模式在南北朝以前的思想上的终结。我觉得，户川先生的这些见解是非常有深度的。 

上面叙述的就是由户川先生阐发出来的中国古代生成理论的较完整的思想面貌和这一理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所幸的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们开始关心和注意到了这个研究课题。冯友兰在80年代完成和出版的《中国哲学

史新编》第三册中，设立了〈纬书中的世界图式〉的章节，专门讨论了“《易纬》的宇宙形成论”问题。张立文、岑贤安等

所著的《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还讨论了《白虎通义》中的“万物生成”思想。钟肈鹏所著的《谶纬论略》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也有讨论“生成论”问题的专门章节。葛兆光在2000年完成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

社）中，提出了中国思想史中的“宇宙支持系统”的说法，表明了他对“生成论”问题的关心。这些动向都说明，近年来研

究者们都意识到了古代生成论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不可回避和不可忽视的思想问题。 

    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者们（以福永光司、蜂屋邦夫、吉川忠夫等人为首），在1990年共同写作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宗

教思想》（岩波讲座·东洋思想 第十三·十四卷）的论著。在这部从宗教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思想史的专著中，也有学者（松

村巧）在讨论“宗教论”中有关“有和无”的问题时，专门讨论了两汉时期以“气一元论”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生成论”思

想。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柳存仁，在1993年发表的论文〈道教前史二章〉（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辑 上海古籍出版

社）中，论述了徐整《三五历记》和道教“创世”思想的关联，叙述了道教经典《太上老君开天经》中“老君从虚空而下，

为太初之师”、“为太始之师”、“为太素之师”等的道教“创世说”的内容。从松村巧的问题意识和柳存仁的研究和论述

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生成论”思想的发展停滞在魏晋“古史”这些“现世”领域中时，实际上它却在另一个层面上越出了

“经学”“谶纬论”和“玄学”的范围，和中国思想中的宗教层面有了关联。我觉得，松村巧、特别是柳存仁揭示出的问题

是很重要的，它似乎在为今后的中国古典生成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我在日本求学期间，曾得到户川芳郎先生的指导。今后，我想通过对这些思想问题的研究，想通过将来可能获得的研究



成果来向老师表示感谢。 

  

注 

①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册，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参见蔡仲德2000年11月的校勘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等编《气の思想》已译成汉语，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 

③户川芳郎《古代中国の思想》有姜镇庆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笔者曾遵户川先生之嘱，校阅  

过中译稿。 

④户川先生在东京大学的最后讲义的内容，以“贵无と崇有”为题刊载于《中国哲学研究》四（东京大学中国 

哲学研究会，1992年）。 

⑤本稿阐述和介绍的内容，主要以户川先生有关“生成论”的论文“帝纪と生成论”、“原初的生命观と气の概 

念の成立” 以及《古代中国の思想》《儒学史》等专著中的有关章节为依据。请参照原著，并请参照“原初 

的生命观と气の概念の成立”（《气の思想》第一部总论）和《古代中国の思想》（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的 

中译本。 

⑥参见《中国古代の思想》（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1985）P．134，中译本P．131。 

⑦这一段落以及以下两个段落的论述，参照《中国古代の思想》PP．134-136“三气”，中译本PP．131-132。 

⑧户川先生所叙述的张衡在东汉后期“生成论”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参照《中国古代の思想》PP．137-139 

“太素”“道と無”，中译本PP．133-136。 

⑨户川先生关于郑玄《乾凿度》注释的论述，参照《中国古代の思想》PP．139-143“太易と無”“有と無”， 

中译本PP．136-140。 

⑩户川先生关于魏晋时期“生成论”思想与历史思想结合的问题的论述，参照《古代中国の思想》PP．144-150 

“15 人間史のこと”，中译本PP．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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